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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借助重心转移模型，考察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经济、资本、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流

动格局。并基于非参数方法构建“资源 －环境 －经济”三维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探索和分析

全球绿色发展的格局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 1) 新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消耗、资本和碳排

放重心加速向亚洲内陆移动，但经济重心未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 2) 全球绿色发展呈现出显著的

区域差异化和动态分化特征，形成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单边推动，部分新兴国家掣肘的局面; ( 3) 绿

色发展、资源节约和碳减排与能源价格、能源结构显著正相关，与地区生态承载力负相关，与经济发

展水平呈“U 型”关系。样本区间内，金融危机对全球绿色发展产生强烈冲击。此外，一个有趣的

发现是，海拔较低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更高，且更加倾向于实施碳减排而非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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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相伴的是，

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将人类自身置于 “资源 －环境”双重压迫的窘境。

尤其近年来，这一形势愈发严峻，并引发了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的

高度关注。这也使得当前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内涵的国际环境谈判不再只是单纯的环境事务，

而是涉及到未来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为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各国政府纷纷寻求绿色发展之路。如美国提出绿色新政，

出台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 日本已制定 “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 欧盟发布

“2020 发展战略”，将绿色增长作为提高欧盟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绿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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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将引导出一个全球的经济新格局。同时，近年来，全球一方面面临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

另一方面还面临经济增长不断下行的压力。因此，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经济增长共同成为全

球绿色发展内涵和评判的重要方面。在此背景下，构建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经济增长”三

维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模型，基于全球视角呈现绿色发展格局，揭示其中的内在逻辑进而探讨

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发展的衡量和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在绿色发展的衡量方面，已有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借助专家赋权法构建绿色发展指

数，如欧洲环境署 ( EEA ) 使用绿色经济指标考察欧洲各国绿色发展水平 ( 2012 ) ; 李晓西等

( 2011) 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并综合各级指标信息构建了绿色发展指数; 苏利阳等 ( 2013) 围绕绿

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 “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专家赋权法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

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一类是效率法，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 DEA ) 方法等测度绿色发展效

率，强调刻画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实现更高的经济产出，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如 YorüB K and

Zaim O ( 2005 ) 利用 Malmquist － Luenberger 指数测算比较了 OECD 国家的绿色生产率;

Watanabe M and Tanaka K ( 2007) 运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各省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 王

兵等 ( 2014) 运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模型 ( ＲAM ) 研究了中国 112 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

效率的差异; 钱争鸣、刘晓晨 ( 2013) 基于 SBM 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绿色发展效率。在绿色发

展的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产业结构 ( Samuels et al. ，1984; 曾晓文、刘金山，

2016) 、能源结构 ( 胡根华、秦嗣毅，2012) 、经济发展水平 ( 钱争鸣、刘晓晨，2013) 、产业集

聚 ( 岳书敬等，2015 ) 、外商直接投资 ( 赵广川等，2015 ) 、资源开发利用 ( 于成学、葛仁东，

2015) 、金融发展 ( 黄建欢等，2014) 等经济因素以及一些常规的自然环境因素如地形地貌、气

温等 ( 杨红亮等，2009) 。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相关学者大多局限于局部地域间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而当前以变暖

为特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此外，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可能与绿色发展紧密相关的生

态承载力、海拔等因素。鉴于此，本文基于全球视角，借助重心转移模型考察全球经济、资本、

能源和碳排放的流动格局。并基于三维非参数方法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绿色发展进行更加宏观

的评估，同时将低海拔地区人口数以及生态承载力等地理和环境因素纳入到绿色发展的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中，对全球绿色发展的演变历程、收敛趋势及影响因素展开更加全面的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一) 重心转移模型

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风起云涌，东西方力量平衡正在逐渐倾斜，为了宏观把握全球经济、

资本、能源以及碳排放等绿色发展关键要素的流动格局，本文引入重心转移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该模型概念来源于物理学求质心或者重心的方法，假设某个大区域上各小区域的某种属性值

( 如人口数、能源消费量) 以带质量的点存在，求出这些点的重心，则可以得到整个区域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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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重心 ( Kumler and Goodchild，1992) 。美国学者 Hilgard ( 1872) 最早将该模型用于研究美

国的人口问题。如今，重心转移模型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的地理分布研究中，如人口 ( 段学军

等，2008) ，环境污染 ( 彭远新、林振山，2010; Wang et al. ，2009 ) ，土地利用 ( Chen and

Zhou，2011) ，商品消费 ( Fu et al. ，2011) ) ，生态系统服务 ( He et al. ，2011) ，以及食品供给
( Wang et al. ，2012) 。一些研究学者还将重心转移模型用于能源消费时空差异性的研究中 ( 汪

应宏等，2006; Zhang et al. ，2012) 。

根据重心转移模型，第 t年的全球经济、资本、能源以及碳排放重心位置 ( Xt ，Yt ) 可以

由下式求出:

Xt =
∑

n

i = 1
Mt

i × xi

∑
n

i = 1
Mt

i

( 1)

Yt =
∑

n

i = 1
Mt

i × yi

∑
n

i = 1
Mt

i

( 2)

Mt
i 表示 i区域第 t年某属性值 ( 即经济、资本、能源以及碳排放) ，( xi，yi ) 表示 i 区域的坐

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部分统计了全球总计 165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各国坐标取其首都

的经纬度，其中经度采用 360 度计数法，即记东经 0°为 0°，西经 1°为 359°。

(二) 效率评价模型

本文沿袭林伯强、刘泓汛 ( 2015) 的思路，构建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经济增长”三维
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模型。假设有 K 个被评价地区，x，x_ ，y，b 分别为自然资源投入、非自然资

源投入、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分别有 N，I，M，J种。则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模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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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ＲS 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假定，g = ( gx，gy，gb ) 为自然资源投入、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

出的方向向量，w = ( wx，wy，wb ) 为相应的指标权重，( α，β，γ) 分别为自然资源投入、合意产出和

非合意产出对应的无效率水平，zk 为链接投入和产出向量以构成凸集的强度变量。方向向量设定

为 g = ( x，y，b) ，同时选取各指标权重分别为 wy = wb = wx = 1
3 以及

y
m = 1

M，
b
j = 1

J ，
x
n

= 1
N 。通过求得模型 ( 3) 的最优解 ( α

* ，β* ，γ* ) ，进一步定义绿色发展效率 ( GDE) 、资源

节约效率 ( ＲCE) 、碳减排效率 ( CEＲE) 如下:

GDE = 1
2

1 － α*

1 + β* + 1 － γ*

1 + β[ ]* ( 4)

ＲCE = 1 － α*

1 + β* ( 5)

CEＲE = 1 － γ*

1 + β* ( 6)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参考 Li and Song ( 2016) ，Li and Lin ( 2016) 对模型的处理，选取投入指标为劳动力、资

本存量、能源消费总量，GDP为合意产出指标，CO2 排放量为非合意产出指标。采用国际面板

数据，样本的时间区间为 2000—2014 年，区域跨度为全球各国。为便于比较且考虑到数据的可

得性，本文借鉴 Klimont Z et al. ( 2013) 的做法，将统计到的全球 165 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 41

个地区，具体划分见表 1。

( 1) 资本存量。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 Hall and Jones ( 1999) 的思路，采用 “永

续存盘法”来估计各地区年度资本存量。具体公式如下:

Ki，t =
Ii，t
pi，t

+ ( 1 － δi，t ) Ki，t －1 ( 7)

其中，Ki，t 为地区 i第 t年的资本存量; Ii，t 为地区 i第 t年的投资; pi，t 为投资品价格指数; δi，t
为地区 i第 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本文以 2000 年为基期，并认为地区 i第 t年

的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即为地区 i第 t年的投资 Ii，t ，pi，t 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减指数。其中，

基期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为:

Ki，0 =
Ii，0

δ0 + gi，r
( 8)

其中 Ki，0为地区 i的基期资本存量; δ0为基期折旧率，Hall and Jones ( 1999) 指定其为 0. 06，

本文借鉴叶宗裕 ( 2010) 的方法，采用各国 2000 年折旧率的算术平均值 ( 0. 0404) ; gi，r 为地区 i

的 GDP年均增长率。其中，固定资本投资额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 2000 － 2014 ) ，2000

－ 2011 年各国固定资产折旧率数据来源于佩恩表 P. W. T 9. 0。

( 2) 劳动力和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并以 2000 年为不变价;

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 《BP 世界能源统计 2015》，并折算成石油标准量;

劳动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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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包含国家或地区 地区 包含国家或地区

东亚（其余地区） 朝鲜、蒙古 其他非洲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南非）

中东

巴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
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
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也门
共和国、阿联酋

大洋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美（其余地区） 阿根廷、智利、乌拉圭

中美洲
（其余地区）

其他中美洲地区

东南亚
（其余地区）

阿富汗、不丹、文莱、柬埔寨、老
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
加坡、越南

乌克兰地区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南亚（其余地区）
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中欧（其余地区）
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捷克共和国、匈牙
利、马其顿王国、黑山、波兰

中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
亚、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
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波罗的海
国家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北非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尔及利
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

西欧（其余地区）
塞浦路斯、冰岛、马耳他、挪威、瑞
士

其他主权国家：中国、韩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土耳其、俄罗斯、欧
盟 １５国

表 １ 国家和地区划分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主要从三方面对全球绿色发展格局及其逻辑展开讨论。首先，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全

球经济、资本、能源以及碳排放等绿色发展关键要素重心的测算与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全球绿

色发展格局及变迁。然后通过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通过效率值

的对比分析更加直观地呈现全球绿色发展格局。最后通过收敛性分析推测全球绿色发展格局的

演化趋势。

(一) 关键要素流动格局

为清晰呈现全球经济、资本、能源以及碳排放的流动格局，本文首先使用重心转移模型对

其进行整体把握。如图 1，整体来看，全球经济、资本、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重心均位于东北半

球，分布在 127°E ～ 159°E，33. 5°N ～ 37°N 之间，具体位置为日本韩国一带，其中资本、能源消

费与碳排放重心在日韩之间的日本海海域抉择移动，而经济重心则位于日本以东的太平洋。

各重心历年所处纬度高度一致，稳定在 33°N 至 37°N 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南北半球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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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差异所导致。但在 2000 年至 2014 年表现出向南迁移的趋势，这与南半球以及北半球低纬度

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碳排放的相对增长有关。而从经度上看，2000 － 2011 年全球经济、资本、

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重心整体上向亚洲内陆移动，表明随着中国、印度、东南亚等亚洲发展中

国家 /地区的崛起，东半球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等相对西半球有所增长; 2012 － 2014

年间，资本重心仍然继续向亚洲移动，而其它重心开始偏离原有轨道，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

的转变，亚非地区新兴国家资本投入对提振本地区经济的边际效用有所下降。同时，新世纪以

来，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移动的幅度要明显小于资本、能源以及碳排放移动幅度，表明亚非

地区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的是导致本国能耗以及污染的增加。相对于

欧美国家，亚非新兴国家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

图 1 2000 － 2014 年资本、经济、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重心的转移路径

(二) 绿色发展现状分析

整体层面如图 2 所示，样本区间内，全球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和碳减排效率均稳

定在 0. 47 － 0. 52 之间，其中绝大部分年份，全球碳减排效率值要大于资源节约效率值，这表明

全球范围来说实现绿色发展的主要路径是碳减排而不是资源节约。各指标增长趋势相似，2001

－ 2007 年稳步增长，2007 － 2009 年急剧下跌，2010 － 2014 年震荡回升。笔者分析认为，以
2007、2008 年为开端的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对全球绿色发展产生了一定冲击，本文将在绿色发展

的影响因素分析部分对此予以更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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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 － 2014 年全球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与碳减排效率

如图 3 所示，各地区 2000 － 2014 年绿色发展效率、碳减排效率以及资源节约效率差异明显。

绿色发展效率最高的前五个地区依次是其他西欧国家、英国、阿根廷、智利、日本，最低的五

个国家或地区依次是中东、其他中欧国家、地中海地区、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地区。图 3 中折线

为碳减排效率以及资源节约效率的均值线 ( 即绿色发展效率) ，通过均值线所处的位置，可以判

断出资源节约效率与碳减排效率对绿色发展的贡献率。均值线明显位于碳减排效率值下方的国

家有瑞典、法国、奥地利、巴西、芬兰、加拿大以及俄罗斯，反映出这些国家更加重视降低本

国碳排放来实现其绿色发展。而均值线明显处于碳减排效率值上方的有美国、土耳其、希腊、

印度、中国、南非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相比而言这些国家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更加偏向于资

源节约。

图 3 2000 － 2014 年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与碳减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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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清晰呈现当前全球绿色发展格局，本文绘制 2014 年全球绿色发展效率分布图，如图

4 所示。整体来看，全球绿色发展水平非常不均衡，其中西半球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东半球，而且

亚洲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要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具体国家层面，美国、日本、南美洲南部以及西

欧绝大部分国家绿色发展效率大于 0. 75，已经抢占了绿色发展的制高点，而全球大部分地区绿

色发展效率低于 0. 5，中国、俄罗斯、印度、中东以及中亚新兴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甚至低于

0. 25，绿色发展水平暂时落后①。

图 4 2014 年全球绿色发展格局

(三) 绿色发展变化趋势

1. 变化情况初步分析

全球各国绿色发展效率变动情况如图 5 所示。样本区间内，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

绝大多数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上升，表明发达国家在全球绿色发展道路上走在了前列。

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泰国、印尼等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下降，表明当前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逐步偏离绿色发展的轨道。这一现象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EKC ) 基本吻合，本文将在影

响因素分析部分作更进一步分析。同时，结合图 3 可知，美国、丹麦、芬兰等绿色发展效率基

数大的国家其增幅反而大于印度、俄罗斯等效率基数小的国家，因此全球绿色发展水平的差距

可能将会进一步扩大，本文将在敛散性分析部分进行进一步探讨。

2. 敛散性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知，不同国家和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扩大趋势。为进一步探究各国绿

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的离散趋势，本文利用!进行收敛性检验 ( 曾先峰，2008 ) ，具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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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合公式 ( 3) 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根据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将绿色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处于
工业化初期，人均 GDP尚未跨过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国家，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其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将可能进一步下降，

如印度; 第二类是人均 GDP已经跨过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国家，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其绿色发展水平将会逐步提升，如中
国; 第三类是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经济停滞不前，绿色发展水平可能将持续维持低位，如中亚。



式为:

σt = N－1∑ N
m = 1 Ｒm ( t) － N－1∑ N

k = 1Ｒk ( t[ ]{ })槡
2

( 9)

Ｒm ( t) 表示第 m 个地区在 t时期的效率值; N 表示全球 41 个地区。当 σt +1 ＜ σt 时，表示全

球不同国家的效率呈现收敛状态，反之则呈现发散状态。

图 5 2000 － 2014 年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变化率

图 6 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与碳减排效率!收敛状态

由图 6 可知，整体来看，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没有表现出足够明

显的收敛或发散趋势。具体来说不同阶段收敛性有所不同，2000 － 2001 年、2002 － 2003、2007

－ 2009 年以及 2011 － 2012 年这四个时期三种效率值均收敛，表明这些年份全球各国绿色发展效

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的差距相对于上一年有所缩小，而其他时期则表现为发散，

呈现出收敛与发散反复交替的局面。

鉴于 α收敛趋势并不明显，本文对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再进行绝

对 β收敛检验。借鉴 Barro and Sala － i － Martin ( 1992) 的方法并构造适合测度各效率收敛性的

绝对 β收敛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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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θr
it

θr
i槡0

= βlnθr
i0 + αr

i + εr
it ( 10)

其中，θr
it 为 i地区第 t 年的效率值，其中 r = 1，2，3 分别表示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

率、碳减排效率; θr
i0 为 i地区初始年的效率值; αr

i 为个体影响; ε
r
it 为随机误差项。若 βr 为负表示

绝对 β收敛，若 βr 为正则表示不存在 β收敛。

本文采取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估计，用 Husman 检验判断，应该采用面板数据固定

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与碳减排效率绝对收敛结果表

相关统计量 绿色发展效率 资源节约效率 碳减排效率

系数 β 0. 0799 0. 0823 0. 0771

显著水平 ＊＊＊ ＊＊＊ ＊＊＊

t检验值 5. 8411 6. 0709 5. 2224

Ｒ2 0. 1841 0. 1905 0. 1608

DW 1. 8032 1. 8047 1. 7814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2 可以看出，三种效率的系数 β均显著为正，表明全球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

及碳减排效率在 2000 － 2014 年呈现出发散趋势。因此三种效率值既不存在明显的!收敛也不存在

β收敛，即绿色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其增长幅度要大于绿色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世界各国绿色发

展水平差距将会逐步扩大，若不寻求改变，全球绿色发展将越来越不均衡。

四、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 变量说明

参考相关研究并考虑数据可得性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选取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

如下:

结构因素，包括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分别用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比 ( Nen) 和第二

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 Inr2) 来表示。马丽梅、张晓 ( 2014)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

对雾霾污染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污染水平与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动息息相关。因

而从环境的视角看，绿色发展与能源和产业结构存在紧密联系。此外，胡根华、秦嗣毅 ( 2012)

在对金砖五国的能源效率研究中发现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影响明显，从能源效率

方面佐证了绿色发展与能源和产业结构存在相关关系。

自然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承载力以及低海拔地区人口数，分别用森林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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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st) 以及海拔低于 5 米常住人口占比 ( Lap) 来表示。自然因素如气温、光照时间以及地形

地貌对能源效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杨红亮等，2009) 。生态环境承载力决定一国环境污染的底

线，而低海拔地区对过量碳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以及海平面上升更具危机感，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其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价格，分别用人均 GDP的自然对数 ( lnPGDP) 以

及市场综合油价 ( Oilp) 来表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EKC ) 假说指出，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恶化，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即绿色发展与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 U 型关系 ( Grossman and Krueger，1991 ) 。能源价格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其

影响具有滞后性 ( 吴振信等，2011) ，另一方面，刘玲、丁浩 ( 2010) 发现，油价对碳减排潜力

的影响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对于整个能源系统而言其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能源价格是否

会会影响绿色发展效率还有待本文进行验算。此外，为了探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绿色

发展效率的影响 ( 黄建欢等，2014) ，本文引入金融危机为虚拟变量。

(二)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由于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是介于 0 和 1 之间的双截尾数据，传统

OLS、GLS 和 GMM 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在此，本文采用 Tobit模型以期得到更为精确的

参数估计值。参考黄金波、周先波 ( 2013) 以及龚秀全 ( 2016 ) 对模型的处理，构建如下计量

模型:

Lny*
i，t = β0 +∑

6

j = 1
β jLnx

j
i，t + β7Lnpricei，( t －2) + λLncrisis + εi，t

yi，t = y*
i，t if y

*
i，t ∈ ai，[ ]1

yi，t = 0 if y*
i，t ∈ － "，a( )

i

yi，t = 1 if y*
i，t ∈ 1，+( )















"

( 11)

其中 y 是实际测算得到的效率值，i = 1，2，3，分别表示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碳减排

效率，y* 是对应的隐藏变量，ai为样本区间内对应效率的最小值，其中 a1 =0. 0633，a2 =0. 0660，a3

=0. 0606。εi，t 为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βj 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xj j = 1，2，3，4，5，( )6 代表前 6个影响因素，pricei，( t －2) 表示能源价格，考虑到能源价格变动对能源结

构以及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有滞后性，参考吴振信等 ( 2011) 的研究，本文选取滞后期为两期，

crisis为虚拟变量金融危机。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以 2000 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 GDP 并取其对数

( lnPGDP) ，同时考虑其平方项来考察人均 GDP 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EKC) 。能源结构选取各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 Nen) 来衡量，数据来源于《BP世界能源统计

2015》; 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占比 ( Inr2 ) 来衡量; 生态环境承载力选择各国森林面积占比

( Forest) 来衡量; 低海拔地区居住人口选取海拔低于五米地区人口数 ( Lap) 来衡量; 市场油价水

平选取各国柴油和汽油的市场综合油价 ( Oilp) 来衡量，按照国际原油冶炼水平，一吨原油冶炼产

生 0. 29吨汽油，0. 49吨柴油的比例对市场油价进行加权平均。以上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

·54·

2017 年第 5 期



库。虚拟变量金融危机 ( crisis) 选取 2007年及以前年度为 0，2008年及以后为 1。

(三) 计量结果分析

表 3 汇报了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总体而言，主要解释变量与绿色发展效

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具有较显著的关系，且回归系数的符号符合预期。

表 3 Tobit 回归结果表

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效率 资源节约效率 碳减排效率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lnPGDP － 0. 764＊＊＊ ［－ 0. 9458， － 0. 5822］ － 0. 808＊＊＊ ［－ 0. 9891， － 0. 6259］ － 0. 721＊＊＊ ［－ 0. 9071， － 0. 5339］

( lnPGDP) 2 0. 049＊＊＊ ［0. 0381，0. 0594］ 0. 051＊＊＊ ［0. 0406，0. 0619］ 0. 046＊＊＊ ［0. 0353，0. 0572］

Nen 0. 481＊＊＊ ［0. 3505，0. 6108］ 0. 246＊＊＊ ［0. 1157，0. 3757］ 0. 716＊＊＊ ［0. 5820，0. 8492］

Inr2 － 0. 055 ［－ 0. 2940，0. 1837］ － 0. 058 ［－ 0. 2962，0. 1810］ － 0. 053 ［－ 0. 2977，0. 1926］

Forest － 0. 187＊＊＊ ［－ 0. 2728， － 0. 1014］ － 0. 188＊＊＊ ［－ 0. 2738， － 1025］ － 0. 186＊＊＊ ［－ 0. 2741， － 0. 0981］

Lap 0. 242* ［－ 0. 0153，0. 4999］ 0. 198 ［－ 0. 0589，0. 4558］ 0. 286＊＊ ［0. 0219，0. 5507］

Oilp 0. 06＊＊ ［0. 0123，0. 1083］ 0. 063＊＊ ［0. 0147，0. 1105］ 0. 058＊＊ ［0. 0087，0. 1072］

crisis － 0. 048＊＊ ［－ 0. 0853， － 0. 0115］ － 0. 049＊＊ ［－ 0. 0865， － 0. 0128］ － 0. 471＊＊ ［－ 0. 0850， － 0. 0093］

常数项 3. 285＊＊＊ ［2. 5311，4. 0391］ 3. 507＊＊＊ ［2. 7542，4. 2605］ 3. 063＊＊＊ ［2. 2889，3. 8367］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 1) 结构因素中，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与能源结构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表明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有效促进绿色发展; 与产业结构 ( Inr2 )

相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因此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全球工业具有 “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

的典型特征，笔者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当前世界各国极不均衡的工业发展程度有关，如德国的工

业 4. 0 就是绿色低碳的典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工业常常被贴上 “污染”的标签。

( 2) 地理环境因素中，森林面积占比与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显著

负相关，意味着生态环境承载力弱的国家，更加注重节能减排; 海拔低于五米地区的居住人口

数占比与绿色发展效率、碳减排效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资源节约效率则不存在显著关系，

表明低海拔地区人口数占比高的国家或地区对绿色发展更加敏感，且其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主

要是通过降低碳排放而不是节约资源。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过量碳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以及海

平面上升等对低海拔地区造成的威胁更加直接，其推行低碳发展的意愿也更加强烈。此发现能

够较好的解释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条件下，沿海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与碳减排

效率要高于内陆国家，如日本高于德国，英国显著高于法国等。

( 3) 绿色发展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以及碳减排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 ( lnPGDP) 呈 “U”型

关系，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本一致。其中，拐点依次为 2430 美元、2756 美元以及 2535 美

元 ( 以 2000 年为不变价格) 。2014 年全球人均 GDP ( 6456 美元) 高于这一水平，中国人均

GDP ( 3481 美元) 也在近几年跨过这一拐点，全球 41 个地区仅有印度、非洲等 8 个地区尚处于

“下坡”阶段，因此整体来说全球经济发展将有效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三种效率与金融危机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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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显著负相关，与滞后两年的市场油价显著正相关，表明金融危机对全球绿色发展产生了强

烈冲击。而油价高涨会促进能源资源节约以及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的开发，从而促进绿色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测算了 2000 － 2014 年全球资本、经济、能源和碳排放几何重心的变化，以及绿色发展

效率、资源节约效率与碳减排效率，并探讨了绿色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内在逻辑。主要结

论有: ( 1 ) 2000 － 2014 年全球二氧化碳、能源消费、GDP、资本存量的重心分布在 127°E ～

159°E，33. 5°N ～ 37°N 之间。其中，各指标重心在 2000 － 2011 年间整体向亚洲移动，2012 －

2014 年经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重心开始偏离原有轨道。 ( 2) 2000 － 2014 年全球绿色发展效率

变化轨迹呈倒“S”状，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绿色发展效率逐年上升，而新兴国家则整体呈现出

下降趋势，全球绿色发展效率呈发散趋势。 ( 3) 绿色发展与能源结构、能源价格、低海拔地区

居住人口占比正相关，与森林面积显著负相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U”型关系，且当前的全球

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越过 “U”型曲线拐点，金融危机对全球绿色发展影响显著。

以上结论蕴含的启示包含: ( 1) 经济、能源以及碳排放重心从原有轨道的偏离显示出亚非

地区新兴国家近几年发展的疲软，而且资本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用有所递减。新兴国家须摆脱投

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向更加节能环保的绿色发展方式转变。 ( 2) 欧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绿色

发展水平两极分化，欧美发达国家在绿色发展方面已经占得先机，相比而言新兴国家绿色发展

水平滞后。然而，当前大部分新兴国家人均 GDP已经跨过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未来有望成为

全球绿色发展的引擎。 ( 3) 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更小的国家同

样也应该对绿色发展引起重视，积极主动承担节能减排的国际责任。同时生态承载力强的国家

不宜过度依赖本国强大的生态环境而进行粗放式的发展，一旦本国生态失衡，将需要花费数倍

的成本来弥补这一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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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Global Gree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s Inner Logic

Huang Jianbai He Wenbiao Feng Chao

Abstract: To begin with，this thesis uses the gravity model to study the global flow pattern of
economy，capital，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
Then，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the change trend and the inner logic of green development pattern
by a“resources － environment － economy”three － 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nonparametric method. The result shows: ( 1) The center of gravity for capit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re speeding up to Inner Asia，but the center of gravity for
economy fails to show the same trend; ( 2 ) Global green development shows obvious regional and
dynamic differentiation，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promote
it，on the contrary，some emerging countries hinder it. ( 3) In the sample interval，the financial crisis
impacted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world massively.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is that the
lower altitude regions are more inclined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than saving resources.
Key word: gravity model; green development; convergence analysis;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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